徐洪才：
近年来，我国各种类型的智库如雨后春笋，发展十分迅猛。智库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。过去，很多领导同志习惯于凭经验做决策，现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，单靠个人经验可能不行了，因此智库应运而生。目前，全国上下已初步形成一个有利于智库发展的氛围。
     在过去8年多时间里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围绕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政策展开研究，提出对策建议，对一些重大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。比如，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国经中心提出的建议。但总体来讲，目前我国智库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，与中央领导的期望，与人民群众的期待，都有很大的差距，特别在探索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方面仍然任重道远。我们脱胎于传统体制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体制机制的障碍，影响到智库功能发挥，对此大家都有较深感触。
      今年4月中旬，在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，共有6个平行分论坛，即“5+1”，“五通”分别对应5个分论坛，再加上1个智库合作论坛。智库合作论坛由中宣部主办、国经中心承办。大家感到，智库受到空前的重视，但是，中国要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，企业要走出去，智库更要走出去。过去几年，国经中心先后建立“中美前高官及工商领袖对话”“中日前高官及工商领袖对话”，以及“中欧前高官及企业家对话”等机制，起到了“二轨对话”和“民间外交”的有益补充作用。同时我们也感到，如何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，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智库竞争力主要看人才水平，科研人员素质至关重要。我们总体上采取“干中学”的模式，还没有系统地考虑智库人才培养问题。每年围绕党中央、国务院重大政策，我们都要搞三十个左右的课题研究，另外中财办、发改委、外交部等部门也给我们布置任务，一年共有三十来项，但专职科研人员总共五十几号人，研究任务是比较繁重的。
      由于从传统体制脱胎而来，体制机制上参照体制内管理制度，也会感到多有不便之处。比如，我们进行国际交往，基本上外宾来我们欢迎，但我们走出去就比较难，为什么？因为“必须在头一年安排出国计划”，临时性国际活动基本参加不了。一些国际机构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者做访问交流，但是我方一时半会可能还难以做到“接收境外访问学者”。当对方邀请我方学者访问时，通常也会因“工作繁忙”不会得到领导批准，这就制约了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。
      另外，智库主要是提供思想产品，科研工作是核心。但现在科研管理行政化倾向严重，很多同志抱怨，要把60%~70%的精力用在“贴发票、财务报销”上，而不是用在科研上。当前，多数智库研究人员要靠做课题养家糊口，难免出现矛盾。怎么样才能让这些人过上有尊严、有成就感的生活，静下心来思考天下大事？这中间确有一些不协调的地方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要求大家要提高个人境界，强化使命感、责任感，但也要从实际出发，咱们是唯物主义者，外部诱惑很多，人才培养是一方面，优秀人才也得留住啊！否则，就会出现“逆向淘汰”的情况。还有，目前智库纳税被视为“企业”，税负很重。

总体来说，智库本身治理是非常重要的，所谓“全球治理”和“国家治理”问题，其实与智库自身治理道理是相通的，古人云：不扫小屋何以扫天下？一个小小智库单位的治理水平都提高不了，怎么能够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呢？因此，我呼吁加快智库体制机制创新，同时，在全社会形成良好氛围，呵护和支持智库事业发展。
      于今：徐老师给出了作为国家高端智库所面临的一些困难，他提到了几个方面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自身治理建设才是真治理，我们提出全球治理，首先考虑我们自身治理有没有治理好，才能融入到全球治理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一个话题。杨老师接受采访回来了，原来他安排第一个发言，他把第一个球踢给了徐老师，请杨老师第二个发言。
